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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士紳在傳統中國社會結構中佔據重要位置，並一直擁有正面的形象。但在

二十世紀，士紳形象卻逐漸蛻變為「土豪劣紳」。文學敍述是士紳形象生成的重要

媒介，同時，文學形式本身往往又是社會、歷史與政治問題的症候性表達。本文

選擇左翼作家茅盾的作品《霜葉紅似二月花》為代表，一方面從文學史的角度，考

察士紳形象在1940年代（特別是抗日戰爭時期）有何新變，另一方面也試圖突破

文學史的敍述框架，從文學與政治的角度考察這種新形象本身所具有的症候性。

本文發現，以茅盾為代表的左翼知識份子，在抗戰時期重塑了士紳的文學形象，

在作品中表現出了對士紳歷史形象及其文化趣味的再發現。這也意味着他們在歷

史書寫與政治想像方面，與毛澤東等政黨政治家之間存在微妙的分歧，表現了左翼

文化與政治的多元性，這也與當時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者一道呈現出了1940年代

士紳問題的複雜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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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左翼作家代表的茅盾，在1940年代初期寫出了小說《霜葉紅似二月

花》（以下簡稱《霜葉》，引用只註頁碼）1。這部未完成的作品（僅發表了第一

部）與作者此前的作品風格有所不同，連對左翼作家要求甚嚴的夏志清也認

為，這部作品顯示了傳統的驚人復興，如作者全身心地完成全書，那麼這將

是一部可與英國作家艾略特（George Eliot）的《米德爾馬契》（Middlemarch）相

媲美的小說2。誠然，在《霜葉》中，作者重新起用了大量傳統小說的技法，

但問題也正在於此——作為新文人和革命作家的茅盾，何以會寫出這樣一部

看似與時代無關的小說？尤其是小說所塑造的士紳形象，無論是在新文學傳

統之內，還是在抗戰的特殊語境下，都不能算是時代的典型，更不是時代呼

士紳的文學形象與政治想像

——對茅盾《霜葉紅似二月花》的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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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學術論文 喚的英雄。但茅盾卻將士紳作為主人公，不僅細膩地展現了他們的家庭內部

情景、人際交往和情感世界，更為重要的是，以他們為視點展現了一代士紳

的歷史形象、政治抱負，甚至是主體意識。這體現了茅盾甚麼樣的歷史、政

治想像？與當時的政黨政治和時代語境有何關聯？這些問題的解答能將我們

從風格認定帶入歷史閱讀，進而探討文本形式與歷史境遇之間的複雜關聯。

一　士紳的歷史形象

「一談到『紳』便聯想到『土豪劣紳』。」3史學家章開沅這句話固然是針對

史學研究的泛政治化而言，但也符合近百年來士紳留給人們的多為不良印象

這一事實，這對於現代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來說尤其如此。在革命話語的

影響下，士紳基本上是以負面形象出現。新文化運動期間，新文學中的士紳

形象多為傳統禮教的維護者，甚至本身即是傳統文化的象徵，是文化革命的

對象，如魯迅《祝福》（1924）中的魯四老爺4；文化運動轉向社會革命後，因

個性解放、婚姻自由等現實問題的提出，士紳成了年輕一代反叛的對象， 

因此士紳也成為社會革命的對象，如巴金《家》（1931）中的高老太爺5；茅盾

《子夜》（1933）中的吳老太爺形象，則兼具文化革命與社會革命的印記6。而

在政治領域，士紳剝削的一面尤其得到強調，從而成為政治革命的對象，如

孫中山在《三民主義》中所重申的國民黨黨綱中「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等民

生政策7，均是針對士紳或紳商而言。在國民黨與蘇聯合作之後，對士紳的

這種壓制就更為明顯。在國民革命期間，「打倒土豪劣紳」是農民運動的口

號，而階級鬥爭視野下的士紳更是壓迫者，甚至是反革命者，可作為象徵的

便是湖南士紳葉德輝之死8。左派的政治革命受挫之後，繼起的革命文學並

未收斂鋒芒，反而更為激進，在相關的文學作品中，士紳既是新人革命的文

化或政治對象，某種程度上士紳家庭也是這些新人成長的背景，反叛士紳家

庭及其文化，是革命者成長的必要環節。正是在士紳的政治色彩、歷史命運

和文學形象已經定型的情況下，作為左翼作家的茅盾，其小說《霜葉》所塑造

的士紳形象就顯得較為獨特，尤其值得關注。

與之前將士紳作為革命對象或是士紳家庭作為新人成長背景的小說寫法

不同，在《霜葉》中，茅盾描述了一個士紳的群像，包括鄉間地主錢良材和 

曹志誠、鄉鎮紳商王伯申和張恂如，還有都市買辦馮退庵等。士紳之間又有

舊派與新派之分：新派士紳是以王伯申、馮梅生、梁子安等經營輪船公司和

買辦業務的士紳團體為代表；至於舊派，一是當地的傳統大戶「四象八條牛」 

（頁164），如錢良材錢家、張恂如張家，但除錢、張二家外，大多已沒落； 

二是善堂的管理者，或為當地文化團體的主持者，或為傳統讀書人，包括趙

守義、鮑德新、賈長慶、胡月亭等人，他們既無新派士紳適應新環境的能

力，也無傳統大地主的財力，在新舊變革之際，他們是受影響較大的群體。

整部小說也就圍繞着這些士紳之間的利益糾葛而展開。

小說的情節矛盾源自五四運動前後江浙某小縣城裏新派士紳王伯申與舊

派士紳趙守義之間的利益衝突。王伯申想奪取善堂公款的管理權，以社會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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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名義將善款用來投資新的工廠；但此時秋潦為患，王伯申的輪船又沖塌

了河流的堤岸，損害了鄉間地主錢良材與曹志誠等人的利益；趙守義藉此機

會攻擊王伯申，錢良材則在多方奔走無果的情況下，號召當地農民一起修築

了新的堤岸；曹志誠則煽動小曹莊農民攻擊輪船，爭鬥中農民祝大的兒子被

槍殺，這一事件卻成為王伯申與趙守義達成妥協的契機。上述情節概括難免

有簡化士紳形象之嫌，但也顯示了這些士紳的多元性以及他們之間關係的複

雜性。除文學史視域中為人熟悉的損害農民利益的反派士紳形象外，小說也

塑造了正面的士紳形象。正如茅盾後來的概括：「受害的村莊中有錢家村的大

地主錢良材，卻是一位頭腦清楚，急公好義，而且在縣裏有地位，在鄉裏負人

望的人物。」9錢良材的視野不局限於家族利益，而是着眼於全村。小說中類

似的士紳形象還有錢俊人、朱行健、張恂如、黃和光等人，他們都是當地士

紳，都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負。

從文學史的角度來看，《霜葉》的寫作有其必然的一面。再現中國近現代

的複雜歷史，一直是現代作家的夙願。魯迅曾計劃寫中國四代知識份子的長

篇小說bk；沈從文在談及寫作理想時對長江流域的革命史也頗有興趣bl；而

茅盾作為一個革命的親歷者，更有及時書寫歷史的願望，如《虹》（1929）的寫

作，原計劃便是「要從『五四』運動寫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將這近十年的『壯

劇』留一印痕，所以照預定計劃，主角梅女士還將參加大革命」bm。但小說最

終只寫到梅女士參加五卅運動，其後續的姊妹篇《霞》卻沒有寫出。

類似這種宏大的寫作規劃與具體寫作成果之間的出入，在茅盾後來的 

寫作生涯中幾乎成為常態，《霜葉》的寫作亦是如此。茅盾的原計劃是：「寫

『五四』運動前到大革命失敗後這一時期的政治、社會、思想的大變動」，無疑

這也是一個史詩式的寫作計劃：「全書的規模比較大，預計分三部分，第一部

寫『五四』前後，第二部寫北伐戰爭，第三部寫大革命失敗以後。但是寫了

十五萬字，只完成了第一部，還沒有沾着大革命的邊，我就離開桂林去了 

重慶，不料到了重慶，環境變化，竟未能繼續寫下去。」bn與魯迅、沈從文相

比，茅盾具有同樣的寫作史詩的抱負，又有親歷革命的體驗，在革命受挫 

之後，他從社會運動退回文學領域，以寫作的方式回顧革命並對歷史進行反

思，這正是茅盾重拾革命史的原因。

正是這種史詩意識，賦予了《霜葉》一種歷史感，這在作品中主要表現為

士紳的歷史更替和歷史責任意識。小說重在從共時性角度展開新舊兩派士紳

之間的矛盾，但這些矛盾本身便是歷史更替的現象。此外，小說還勾勒了不

同時代的士紳以及其不同的政治想像。首先是「辛亥」一代，晚清的社會變革

很大程度上是由開明士紳推動的，甚至早期的革命黨人也主要由會黨與開明

士紳組成，《霜葉》中老一輩士紳錢俊人（三老爺）所承擔的便是這個角色。小

說處理的是「五四」前一年的事，錢俊人已謝世多年，但他的影響仍無處不

在。錢俊人是「辛亥」一代革命者的代表，為地方公益不惜花費了大半家產，

設立了福利會等機構，他的做法也受到其他士紳如朱行健等人的支持。不僅

如此，他還能因應歷史潮流而有所反思，他曾對朱行健說：「我們學人家的聲

光化電，多少還有點樣子，惟獨學到典章政法，卻完全不成個氣候。」（頁39）

這種反思也對後輩士紳的事業選擇有一定影響，如張恂如、黃和光便都是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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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學術論文 習政法。尤其是張恂如，對錢俊人的做法更是心生嚮往：「他這位表叔的風

采，而又混合着表哥良材的笑貌，隱隱似在眼前出現了，而且又好像還看見

夾在其中的，又有自己的面貌。」（頁39-40）從心理分析的角度看，張恂如所

勾勒的錢俊人的風采，正是其自我形象訴求的鏡像。

「辛亥」一代的歷史形象，在茅盾這裏又受到家族記憶的強化。茅盾在小說

中重構的這個江浙小縣城有其老家烏鎮的印記，其中的人物與其父輩也有頗多

相似處。在茅盾的回憶中，士紳的生活並非如革命史所勾勒的那樣，充滿欺壓

良善的行徑，反而經常造福鄉梓；士紳的形象也並非十惡不赦，反而有較多的

開明之士。茅盾的家族是從其曾祖父一代才上升為士紳，其父是秀才，戊戌變

法期間成為維新派，對當時西方傳入的格致之學尤為熱心，「他根據上海的《申

報》廣告，買了一些聲、光、化、電的書，也買了一些介紹歐、美各國政治、

經濟制度的新書，還買了介紹歐洲西醫西藥的書」bo。這種積極接納新事物的

態度正與小說中錢俊人一輩相互印證，這也正是那一代開明士紳的歷史形象。

敍事者雖對錢俊人等「辛亥」一代士紳的政治理想頗生嚮往，但顯然還是

將新的希望寄託在「五四」一代，如為地方公益積極奔忙的錢良材，以及張恂

如、黃和光等人。這些人物也都是士紳階層，他們不僅在新教育中佔得先

機，繼承了土地和商業資本，而且有長期積累下來的地方人望，這些都使他

們具備了成為新一代士紳的條件。而他們在面對新思潮時，也是與上一輩一

樣應時而動。如小說中敍述張恂如對家族倫理的反叛，他一再試圖衝破祖母

的掌控，並嘗試改變家庭的現狀，小說一開始他便試圖重新布置自己的房間

（頁2），對商號掌櫃宋顯庭的經營也頗為不滿（頁25），面對家庭與社會的雙重

壓力，他也曾決然地說，打算「放它大大的一炮」（頁172），顯示他有採取進

一步行動的可能。又如錢良材為了公益事業，不僅多次與新派紳商周旋，同

時，他對士紳的歷史責任、對社會的發展也有所思考，在與張恂如談論人生、

社會問題時，他說：「作個比方罷，路呢，隱約看到了一條，然而，我還沒看

見同伴——唔，還沒找到同伴。」（頁170）他的設想顯然是一條有別於上一代

人的新路：「老人家指給我那條路，難道會有錯麼？可是，可是如果他從前自

己是坐了船走的，我想我現在總該換個馬兒或者車子去試試罷？」（頁171）

「五四」一代所呈現的新象，表明了士紳世界內部的沿革，在這種新舊對

照中生成了士紳的歷史性，甚至是歷史主體性，這是一種帶有自我反思性，

同時意識到自我立場、位置與責任的意識。這在錢良材身上體現得尤為清

晰，如對自身在社會關係和歷史進程中的位置，他就看得較為清楚，當他命

令全村人修築堤壩時，曾有過複雜的內心糾葛：「『只是我以為於他們有利

麼？沒有的事！我看來於他們有利的事，就一定有利！為甚麼呢？』他這樣

想，又不禁傲然自笑了。『因為我比他們有見識，我比他們想的周到，我比他

們顧全大局』。」（頁213）自我內心的不斷駁詰，正是士紳對自我歷史位置與 

責任的再思考。對照鄰村小曹莊村民因攻擊輪船導致的悲劇——農民祝大 

的兒子被王伯申派去的警察打死（頁230-31），錢良材的措施確實更為有效。

同時，農民形象如老駝福對錢良材的懷疑、對新堤壩的譏刺反而顯得滑稽，

「連他〔老駝福〕自己也鬧不清是甚麼居心，他從大家開始築堰那時起，就在心

裏咕啜道：『這不成！這怎麼會中用！』」（頁217）老駝福不僅懷疑，而且還 

c148-1404040.indd   64 15年4月1日   上午11:38



	士紳的文學形象	 65	

	與政治想像	

妨礙工作，而堰修竣後，他又認為錢良材放棄河灘的地「太可惜」，是「罪過」 

（頁218），實際上這正是錢良材着眼大局的規劃。農民老駝福的眼界，也表明

農民此時尚缺乏政治意識。

無論是錢良材的歷史意識，還是他對社會結構和自我地位的認知，都使

他的形象突破了傳統土財主的負面形象，而成為歷史舞台上新一代士紳的代

表。在左翼文學譜系中，這種具有深度自我、具有實踐能力，較之農民具有

優越感的地主形象，不僅與同時期其他作家如沙汀筆下的地主形成了鮮明對

照，如果與解放區作家如丁玲、趙樹理等人筆下十惡不赦的地主形象相比，

差異就更大bp。

二　士紳的文化歸屬

《霜葉》除了從史實和人物形象等層面呈現士紳的多樣性以外，更為重要

的是從文化層面召回了士紳的生活情境、文化趣味和感覺結構。「感覺結構」 

（feeling structure，又譯「情感結構」），是借用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概

念，按照其定義：「正如『結構』這個詞所暗示的，它穩固而明確，但它是我們

活動中最細微也最難觸摸到的部分發揮作用的。在某種意義上，這種感覺結

構就是一個時代的文化：它是一般組織中所有因素帶來的特殊的、活的結

果。」bq藝術是留存這種實際經驗的最佳方式；感覺結構與藝術之間的這種關

聯，以及感覺結構的時代性，為我們從小說的美學趣味出發，探討時代的文

化結構提供了途徑。

《霜葉》描述了大量的士紳形象，但同樣精彩的是對小說中來自士紳家庭

的幾個女子的描繪。女性是1920至1930年代茅盾筆下最具活力的人物，《霜

葉》也延續了這種風格。最為特出的是張恂如的姐姐婉卿，無論是她的美貌還

是才能，都得到了大家的交口稱讚，連錢良材對她也是敬佩有加。但婉卿的

形象卻與茅盾之前小說中一系列的革命女青年完全不同，如她出場的情景：

「小荷香便拿起鵝毛扇和老太太的自用茶壺，他們剛出房門，卻已聽得婉小姐

的笑聲到了腰門口。接着便見婉小姐一手挽着小引兒，一手搖着泥金面檀香

細骨的摺扇，裊裊婷婷來了；才到得廊前，婉小姐滿臉含笑說道：『從燈節邊

等起，我們等候了半年了，怎麼姑媽今天才來看望祖母。』說着就對姑太太要

行大禮。」（頁18）她的大方、機智與幹練，與《紅樓夢》中的王熙鳳十分相似，

其個性和才能也主要發揮在家庭利益的爭鬥中，而她不僅在掌管家庭內部事

務時得心應手，在處理錢債糾紛和人事來往時也不讓鬚眉（頁58-59），小說甫

一發表就有評論家指出這一點br。

小說中也有女學生如許靜英、王有容和馮秋芳，她們均出身於士紳之家。

這些女學生也與左翼小說常見的啟蒙者和革命者不同，她們的學校生活似乎只

是她們社會生活的擴展，建設性新知的傳播尚十分有限，新式學校反成了她們

勾心鬥角的場所：「縣裏那些出外讀書的姑娘們，總喜歡替自己所在的學校吹

噓，她們大都是心高氣傲，嘴巴上不肯吃虧的，所以一總十來個女孩子倒因為

『校籍』不同而分成了好幾派，尤其是教會派與非教會派之間，平日簡直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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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學術論文 來，偶然碰到也常常互相訕笑。」（頁119）她們也追求新潮時尚，如被褥的顏

色、髮型和服飾等，稍不留意，便成為同鄉嘲笑的對象。敍事者對女學生的這

種時尚雖然語帶譏刺，卻並非一概否定，或許這也是那個時代文化的真實形態。

與人物形象有關的是情感。小說中着筆較多的是張恂如與其表妹的戀

情，張恂如已成婚，但婚後卻發現自己愛的是表妹許靜英。在靜英去縣裏讀

書前，他向她表明了心迹，但當對方有所期待時，他卻又退縮了。從敍事脈

絡來看，這幕悲劇的原因並非在於制度，而是張恂如的性格過於軟弱。這或

許與作者過多地投入個人的情感經歷，從而在敍述中缺少社會面向有關bs。

這種缺失也就迴避了社會批判問題，少了劍拔弩張的緊張，從而增添了作品

的惆悵和感傷氛圍。與之相對照的是王伯申的兒子王民治對待包辦婚姻的態

度，面對其父，王民治明確地表示反抗，雖然無果，其態度卻極為堅決。不

過，在茅盾寫於文革時期的續作中，這個包辦婚姻卻極為美滿bt。

小說敍述最為細膩的是黃和光、婉卿夫婦的生活。作為後辛亥時代的士

紳，黃和光學的是法政，剛畢業時躊躇滿志，曾參選省議員，競選失敗後便

退回到家中，但他的生理缺陷讓他再次陷入困境，雖有嬌妻，反添內疚，後

為了治病又染上煙癮，意志日益消沉。對於他的心理，敍事者有極為細緻的

描繪：「園子裏的秋蟲們，此時正奏着繁絲急竹；忽然有浩氣沛然的長吟聲，

起於近處的牆角，這大概是一匹皓首的蚯蚓罷，牠的曲子竟有那樣的悲壯」，

「而這悲壯的聲調卻投入了和光的心坎，又反躍出來，變成了一聲輕喟」（頁

68）。婉卿在外面風頭出盡，歸家卻只能對着躺在煙榻上的丈夫，但她卻將愛

情轉化為親情，對和光並無怨尤。其後夫婦因打算領養一個孩子，又升起了

新的希望，和光也打算戒煙。不過在美滿的遠景底層到底有種悲涼的感覺：

「這以後，萬籟無聲，只有牆腳那匹蚯蚓忽然又悲壯地長吟起來了。」（頁79）

這層象徵意蘊讓作品具備了詩化的特質，接近傳統中國詩歌的「比興」手法，

也可見作者浸潤傳統士人文化的深度。

如果從傳統的詩學來看，最能代表士大夫文化修養和精神氣質的莫過於山

水園林。尤其是傳統的園林，因大多是內置於家宅的花園，與士大夫的日常生

活和個人品位密切相關，其山水草木、布局設色，幾乎就是士紳的內心世界。

《霜葉》對園林作了大量的描繪，無不浸透着作者的美學意識和感覺結構。

黃和光認為張家的園林布局凌亂，不成格局：「比方說，那個木香棚的地

位就很可以斟酌；大凡兩三畝地一個園子，一二處的小小亭台倒也不可不

有，然而又切忌靠得太緊或擺的太散。這一二處的亭台，應該拿來鎮定全

域，不是隨便點綴的。」（頁21）張恂如也發現這樣的布局不妥，但他的性格 

懦弱，往往先顧慮困難，因而難以實施變革。黃和光的園林則頗有名士氣：

「二廳後面，原是個小小的花園，但在黃和光祖父的時候失火燒去了大半以

後，就沒有再加修葺，回復舊觀；後來和光的父親索性把這破敗的花園攔 

腰打一道短牆，將後半部殘存的一些花木太湖石搬到前半部來，七拼八湊，

居然也還有點意思，而且又建造了小小一座樓房，上下四間，也頗精緻。」 

（頁60）這種殘破美既具有審美價值，同時也與黃和光的缺陷形成映襯。

張家和黃家擁有的都是舊派士紳的花園，因而頗有古典風味。王伯申是

新派士紳，他的園林是剛買進的，尚無布置，因而顯得荒蕪。這既表明園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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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士紳身份的象徵，同時也顯示出王伯申畢竟根基尚淺，缺乏士紳文化積

澱，尤其缺少士大夫的文化修養。前來作客的許靜英，因出身世家，也能隨

手指點說：「局面是好的，只要稍稍修理一下，便很行了。」王民治雖曾想將

園林改為網球場，但這既然是父親王伯申特意買進以裝點門面，王民治的想

法自然被否決（頁131）。

除了人情物理，小說對傳統士紳家庭內部的生活情景也有描繪，如代際

間的禮儀文化、人物的衣着首飾、家具的式樣布置等，都極為細膩。這一點

也使得小說極類似以《紅樓夢》為代表的傳統小說：這些既新且舊的事物和形

式與士紳密切相關，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些因素共同構成了士紳的生活趣

味、文化歸屬與感覺結構，是士紳這一形象在文學和歷史中確立的歷史和文

化條件；甚至可以說，正因為有了士紳文化作為整體背景，才使士紳克服了

在革命前史中等待被革命的命運，而有了獨立的歷史意義和美學意義；而對

士紳文化的着力描繪，也部分地克服了茅盾此前在文學創作上的某些不足，

如吳組緗等人就認為該小說避免了他創作中理論先行的局限 ck。《霜葉》以士

紳的生活趣味與政治想像為題材，並非作者偶一為之，而與作者對傳統社會

的了解和體驗密切相關。

正是作者對人物形象、心理和文化趣味等層面的細緻描繪，使《霜葉》第一

部在1943年發表之後頗受好評。如桂林的《自學》雜誌社和「讀書俱樂部」，就曾

召集巴金、艾蕪、田漢、司馬文森、端木蕻良等十多位作家和評論家召開座談

會，對《霜葉》進行討論。林煥平認為：「本書的描寫，極其活潑生動，而在心理

描寫方面，像寫徘徊彷徨的時候，用自然景物來配合行動，是很巧妙的。」cl

孟超也認為該書的寫作手法，「已經是走出了《紅樓夢》，而且是提到一個很高的

階段」cm；與會者大多給予該作較高的評價，最後還聯名致電茅盾予以肯定。

此外，也有批評家將《霜葉》譽為當代的史詩，如石岩就認為這部作品是「我們

時代誠實的記載，一首樸實的史詩」cn；而在另一位批評家田玉看來，這部作品

甚至「實可和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及羅曼羅蘭的《約翰．克里斯多夫》相提

並論」co。可見，從藝術層面來看，茅盾的嘗試得到了文壇的認可。

三　1940年代的士紳問題

若將士紳稱為一個「時代問題」，僅《霜葉》這部小說顯然獨木難支。如果

回到「講述故事的年代」，我們即可發現對士紳形象的重新塑造在1940年代具

有普遍性。除茅盾這個老牌左翼作家以外，1940年代也有大量的小說塑造了

新的士紳形象，如蕭紅的《呼蘭河傳》（1941）、駱賓基的《幼年》（1941）、梁山

丁的《綠色的谷》（1942）、師陀的《荒野》（1943）和《果園城記》（1946）、巴金

的《憩園》（1944）、廢名的《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1947）、路翎的《財主底

兒女們》（1948）等，以及沈從文寫於1938年而於1945年又作大量增補的長篇

小說《長河》也可納入這個系列cp。這些小說所塑造的士紳形象，都去除了

1930年代士紳的階級身份標籤，取而代之的是着重呈現士紳的生活和情感世

界，甚至是他們的政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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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學術論文 這些小說大多寫於抗日時期，抗戰建國的時代問題為作者提供了重新看

待歷史和傳統的契機。對此思考較為深入的是廢名，抗戰期間他回到了湖北

黃梅的老家，邊教書邊「跑反」，《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正是對這一經歷的

自傳式記錄。莫須有是一個卜居鄉裏的士紳，廢名藉之以思考民族重建的大

問題。在與鄉民的交往中，莫須有發現解決中國問題的關鍵還是要回歸傳

統：「『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還是你們鄉下人對，我一向

所持的文明態度，君子態度，完全不合乎國情了，本着這個態度講學問談政

治，只好講社會改革，只好崇拜西洋人了，但一點沒有歷史基礎了。」cq莫須

有從農民的求生意志與傳統社會的穩定性找到了社會重建的基礎。

而對於沈從文來說，《長河》延續的是他對鄉土神話的構建，但《長河》的

歷史意識在於現代官僚體系對鄉土自治的滲透和威脅。1930年代是國民政府

推行保甲制度最力的時候，同時還發起「新生活運動」，這對士紳所造成的壓

力以及對地方的破壞都在小說中得到了體現。沈從文與廢名的政治態度可謂

異曲同工。在沈從文看來，中國的問題顯然出在上層社會，而底層社會的穩

定性反而是抗戰建國的基礎，這種穩定性很大程度上倚賴士紳階層來維繫。

如果說從立場來看，廢名和沈從文都傾向自由主義的話，那麼，左翼作

家筆下的士紳也不乏新意。師陀的《荒野》和《果園城記》中的士紳保留了一種

知足常樂的態度，加上小說的抒情懷舊氛圍，傳統精神在抗戰背景下轉化成

了維繫中國的力量。巴金在《憩園》中寫出了士紳從社會激流中退出後的落

寞，這正與師陀的《荒野》相似。蕭紅的《呼蘭河傳》則描寫了士紳的親情，而

其中關於小團圓媳婦被夫家虐待的故事則回歸啟蒙立場，這反而顯得突兀，

割裂了小說的整體性，但這也可以反證在民族危難中，親情超越了新舊文化

的對立，士紳原本溫情的一面得以展現。駱賓基的《幼年》頗有史詩氣度，在

宏大規模與細膩描寫之間，展現了傳統鄉紳的日常生活。梁山丁的《綠色的

谷》則寫了嘗試改革的地主，這與茅盾筆下的錢良材最為相似，他們都是士紳

中有革命理想且具實踐能力的類型。路翎的《財主底兒女們》則將視野置於抗

戰當下，探討「財主底兒女們」對時代問題的思考以及其不同的歷史選擇。

無論是左翼作家還是自由派作家，他們筆下的士紳都擺脫了階級身份的

定型化。在社會變革中，尤其是面對外族入侵，士紳或成為鄉土社會價值體

系的維護者，或成為親情的寄託者，或是革命的實踐者，或是家國重建的探

索者。總之，與新文化運動時期文學作品中守舊的士紳形象、1920至1930年

代政治革命中的劣紳形象相比，1940年代文學作品中的士紳形象更為多元，

不僅帶出了歷史本身的複雜性，尤為重要的是，士紳的政治理想也得到了相

應的體現。

如果我們將視野稍作擴展，即可發現此時思考士紳問題的並非只有小說

家，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對士紳也有較多關注。早在1930年代中期，費孝通

在調查江村經濟時就對士紳有所關注cr，但真正投入精力收集士紳的材料則是

1938年他從英國回國、在雲南大學設立社會學研究中心之後，在其師吳文藻的

支持下創辦了「魁閣」研究中心，帶領年輕學生進行實地調查研究。這個時期，

費孝通為《中國士紳》（China’s Gentry: Essays in Rural-Urban Relations）一書作了

初步的田野調查cs。他曾派胡慶鈞對呈貢縣的地方精英作了深入調查，後來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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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鈞以此為資料撰寫了〈論紳權〉等文章，對士紳權力的構成、士紳與官方權力

之間的關係等作了實證性分析ct。抗戰之後，費孝通不僅撰寫了《鄉土中國》、

《鄉土重建》等書dk，而且在清華大學與吳晗一起開設了關於「中國社會結構」 

的討論課，其主要討論內容就是他在《鄉土重建》中所提出的傳統中國社會的主

要權力構成——皇權與紳權dl。社會學家對士紳現狀的調查，既是基於學術

目的，也是基於社會重建的現實問題，這表明了1940年代對士紳的關注帶有時

代性，也為我們理解左翼作家筆下的士紳形象提供了真實的歷史參照。

四　文學與政治

雖然1940年代關注士紳問題的作家較多，但《霜葉》的複雜性在於，茅盾

的地位和身份不僅使這部小說受到了更多的關注，同時也使這部小說本身更

具有時代問題的症候性。這不僅關係到茅盾與時代話題、文壇風氣之間的關

係，更關係到他與政黨政治間的糾葛。

對於《霜葉》，儘管大部分批評家的評價相當正面，但也不乏尖銳的批

評，尤其是左翼批評家，雖從藝術手法上給予肯定，一旦涉及到意識形態，

幾乎都持否定態度，如韓北屏就說：「這裏寫的，全部是『霜葉』」，便是指小

說中的士紳都是經霜的楓葉，即將凋零，沒有歷史前景可言dm。尤其是對 

小說中錢良材這位開明士紳，論者更是從「懺悔貴族」這個文學母題出發予以

批判：「至於良材，和當時南通辦實業的一些人物，相差不遠。在那時是進步

型，好像俄國的懺悔貴族，把土地交給農奴，但最後還是沒落。」dn

除批評家的意見之外，作者的敍述與原來的規劃也不乏矛盾之處。作者

對士紳的生活作了如此細緻的描繪，確實使士紳的歷史形象變得豐滿，但如

果從茅盾的史詩規劃來看，無論是描寫所帶來的詩化效果，還是人物內心的

悵惘，都呈現出散文化的特徵，而與史詩式的設計，尤其是與長河式的革命

史詩構想相背離。正如文學批評家盧卡契（György Lukács）在〈敍述與描寫〉 

（“Narrate or Describe”）中所說，「描寫乃是作家喪失了敍事旨趣之後的代用

品」，「描寫的虛假的現場性表現為作品細分成種種獨立因素的原子化，表現

為結構的瓦解」do。如果聯繫到茅盾早期對自然主義的譯介，如1920年代初期

他在《小說月報》上屢屢撰文，介紹法國作家曹拉（Émile Zola，又譯左拉）等

人「記賬式」的寫法dp，那麼，盧卡契的這類批判對茅盾就更具針對性。

那麼，我們該如何理解左翼批評家基於技術和意識形態的二元態度以及

茅盾的史詩理想與描寫本身的分裂呢？作為此時左翼作家的二號人物，茅盾

的《霜葉》折射出了文學與政治之間的深層糾纏，尤其是左翼作家與政黨政治

之間的關係。但對茅盾來說，對他的寫作造成實質影響的，首先倒不是中共

的文藝政策，而是國民黨的書報審查制度。

1941年「皖南事變」之後，國民黨對左翼知識份子的文化活動加大了干涉

力度，在茅盾輾轉到達桂林之後，因種種歷史因由，他已成為國民黨的重點

關注對象dq。在桂林期間，國民政府就派中宣部指導處長劉百閔前去邀請茅

盾等文化人回重慶，在茅盾等人一再回絕的情況下，劉百閔則留在桂林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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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學術論文 視，直到茅盾答應赴重慶為止。《霜葉》寫於茅盾在桂林期間，小說選擇較為

陳舊的話題，無疑與國民政府當時的書刊檢查政策有關。茅盾後來也是如此

解釋：「我想，既然許多當前的現實生活不能寫，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或許因其

已成歷史，反倒引不起國民黨圖書檢查官的注意。」dr除在小說題材方面有意

迴避時代主題外，茅盾此時的批評文章也大多是類似〈雜談文藝修養〉、〈談

「人物描寫」〉等不關痛癢的論題ds。

不無巧合的是，茅盾從傳統章回小說吸取技巧和經驗的嘗試，又與文壇

所討論的「民族形式」問題取得了一致。抗戰時期，基於文學的宣傳和動員作

用，國民政府曾一度提倡文藝的通俗化，而左翼作家從1930年代初即提倡文

藝的大眾化，因此雖然有部分作家（如胡風等）有異見，但在抗戰的語境下大

多還是取得了一致。茅盾也認為：「利用舊形式如果是新文學大眾化過程中的

課題之一，便應當盡力做去。」dt但民族形式論爭的出現，是因為向林冰等人

認為民間形式是民族形式的唯一源泉，並進而否定了受外來形式影響的新文

學ek，這便遭到了包括茅盾在內的新文人的一致反對。

讓問題複雜化的是延安的影響。在回憶錄中，茅盾對於《霜葉》的創作初

衷還有另一個說法：「我寫《霜葉紅似二月花》，是很用了一番心思的，我企圖

通過這本書的寫作，親自實踐一下如何在小說中體現『中國作風和中國氣

派』。」el所謂「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是1940年代左翼文學的一個關鍵詞，出

自毛澤東1938年10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六次會議上的

政治報告〈論新階段〉。在報告中，毛澤東針對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進而提

出轉變文風的問題，他提倡廢止洋八股，避免教條主義及空洞抽象的調頭，

「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em。

這個觀點經由柯仲平和陳伯達的發揮成為黨的文藝方針en，進而影響到重慶

等地的民族形式論爭。

而在1940年，當茅盾逃離新疆抵達延安時，正逢毛澤東在《中國文化》創

刊號上新發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即後來的〈新民主主

義論〉）一文，該文對〈論新階段〉中的民族形式問題有更詳細的論述eo。毛澤

東曾將《新民主主義論》一書送給茅盾，並與他暢談古典文學，「對《紅樓夢》 

發表了許多精闢的見解」ep。後茅盾應《中國文化》編輯之邀寫了〈關於《新水

滸》〉、〈論如何學習文學的民族形式〉等文章，對《水滸傳》、《紅樓夢》等傳統

作品予以肯定eq，其對《紅樓夢》的意見或受毛澤東的影響。茅盾認為《紅樓

夢》所寫的，雖然「只是一些家庭瑣事，——做壽，開喪，慶元宵，中秋賞月，

做詩，鬥牌，看戲，借債，吃醋，挑情，乃至小兒女的口角，清客們的脅肩

諂笑」，但這些描寫並非沒有意義，因為「在這一切無關國家大事的瑣細的形

象中，卻提出了最嚴重的思想問題，要求一個解答」er。這就從反禮教的角度

為描寫本身提供了合法性。也正是在民族形式、「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語

境下，《霜葉》對士紳生活的細緻描繪得到了批評家的認可，如孟超就認為：

「在今天，我們都在向中國化路上走去時，這本書是一個新的方式的貢獻。」es

不過，茅盾的創作並非就是對政黨文藝政策的註腳，或許相反，這部小

說保留了左翼文人對歷史、新文學發展思考的部分獨立性。從政黨的角度來

看，過度表彰士紳本身便意味着政治方向的不正確，早在1939年，毛澤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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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參與撰寫的教材《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中，就詳細分析了中國各個階級

的性質，其對地主的描述為：「地主階級是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主要社會基

礎，是用封建制度剝削和壓迫農民的階級，是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阻

礙中國社會前進而沒有絲毫進步作用的階級。」et因此，從階級與革命的角度

來看，「地主階級是革命的對象，不是革命的動力」fk。而茅盾在延安期間，

曾被魯迅藝術學院邀去講課。他講的主題是《中國市民文學概論》fl，較之階

級論，「市民」本身便是一個較為模糊的概念，他在延安各文藝小組會上的一

次演說中，曾對他所說的「市民」有所界定：「指城市商業手工業的小有產

者」，並且認為「鄉村中農富農也應當包括在內」fm，雖然他試圖從經濟的角度

劃定市民的邊界，但較之毛澤東同時期對「資產階級」的再度細分fn，「市民」 

的政治性指向並不明確。

這種差異還表現在茅盾的革命史觀中。在寫作《霜葉》之前，茅盾在香港

創辦了文藝刊物《筆談》，柳亞子應邀開設「羿樓日札」專欄，談辛亥革命的歷

史掌故，茅盾或從中受到啟發，以筆名「刑天」在《筆談》開設「客座雜憶」欄

目，談大革命前後的小掌故，既提供文壇史料，也有對革命志士的追懷，如

對李漢俊、蕭楚女和惲代英等人的回憶fo。從追憶李漢俊這樣曾被中共開除

的人物可看出，茅盾設想中的「革命史」較之「中共黨史」為寬。實際上，對於

1940年代的左翼知識份子來說，他們彼時所說的「革命史」，很大程度上是指

辛亥革命、其後的新文化運動和政治運動，以及國民革命時期的左派理想與

實踐等，並非單單指向1920年代以來的「中共黨史」，因此，《霜葉》才能平緩

地敍述辛亥時代及其後士紳的政治理想與實踐。

除了這種政治理念的分歧外，《霜葉》在文學史上的意義還在於它是左翼

作家對文學形式所進行的有益探索。民族形式論爭因有延安「中國作風和中國

氣派」理論的介入，對於強調新文學傳統的新文人顯然不利，但此時為了統戰

的緣故，政黨的文藝工作者如陳伯達等對國統區郭沫若等人的文學理念還頗

為尊重，因此，民族形式論爭最終以調和論結束fp。民族形式討論，是抗戰

時期作家對新文學傳統的一次自我反思，有助於改變新文學的歐化語體，而

茅盾的貢獻則在其豐富的創作實績。如創作於香港的《腐蝕》（1941），便是在

借鑒武俠、驚險故事等通俗文藝手法的基礎上所寫的一部間諜小說fq，是綜

合新文學、民間文學與時代主題等多重資源對小說形式做出的有效實驗，而

《霜葉》的寫作則是這種形式實驗的繼續。因此，《霜葉》所確立的士紳形象，

不僅具有政治意義，其寫作方式也具有文學史意義。

五　餘論

茅盾的故事並未就此結束。建國後，黨的文藝政策不再具有通融餘地，

《霜葉》的政治問題也就不可迴避，茅盾只能以作品未完成為理由作辯解。在

1961年《霜葉》的〈新版後記〉中，茅盾對「霜葉紅似二月花」的寓意作了理論上

的解釋：「人家都說二月的花盛極一時，可是我覺得經霜的紅葉卻強於二月的

花。但是還有暗示的意思，大抵是這樣：少年得意的幸運兒雖然像二月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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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學術論文 那樣大紅大紫，氣勢凌人，可是他們經不起風霜，怎及得楓葉經霜之後，比

二月的花更紅。」fr而這部作品本來就是一部史詩的設計，這重寓意也就更為

明確，「書中一些主要人物，如出身於地主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青年知識份

子，最初（在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叛變以前）都是很『左』的，宛然像是真的革命

黨人，可是考驗結果，他們或者消極了，或者投向反動陣營了」fs。其實這些

結果在小說中還未出現，但既然是未完成品，為應對1961年的語境也只能如

此詮釋。

讓士紳問題再次浮出水面的，是茅盾於文革期間所寫的《霜葉》續篇 ft。

因為該著屬於「抽屜文學」的範疇，更能代表彼時茅盾對士紳問題的真實想

法。續篇延續了前篇的士紳權力格局，歷史線索則是國民革命的勝利與失敗，

隨着北伐戰爭的順利推進，錢良材等開明士紳也順理成章地轉變為革命者；

而隨之而來的革命挫折，也讓錢良材亡命日本，但他的意志並未消沉，而是

預備北上行刺某革命敵人。可見錢良材在革命失敗後變得更為激進。茅盾在

1961年對「霜葉紅似二月花」的解釋並不適用於他。

更為重要的是，續篇花了更多的篇幅描寫士紳的文化生活，尤其是士紳

間的酬答往來，這包括觥籌交錯的宴會、飲酒賦詩的雅趣及花木深處的情致

等，充滿了人情味，而非革命的火藥味；而對於不得不寫的革命部分，反只

作粗線條勾勒，如錢良材等參加革命以及反革命事件的爆發等均是如此。可

見，茅盾此時所執念的還是士紳的文化與生活，而非他們的革命性。續篇與

前篇的一致性，更加凸顯了茅盾1940年代對革命史思考的歷史意義，雖然他

當時無意對抗政黨的革命話語，但無疑他的革命史具有更為寬闊的視野，為

士紳的歷史形象留下了更大的敍述空間。

因此，《霜葉》的意義不僅在於從文學史的角度塑造了新的士紳形象，而

且是茅盾在1940年代對士紳政治地位的重新思考，是戰爭年代重新確立革命

話語的嘗試；而小說綜合傳統與現代的形式，不僅為文藝民族形式的探索確

立了美學典範，而且也通過這種獨特的形式，重新打開了士紳文化與生活的

內在豐富性，也部分地克服了茅盾自身創作中理念主導情感的做法。小說所

重新確立的士紳的歷史主體性，也突破了1940年代文化政治的畛域，而具有

一定的超越性，對士紳的歷史形象作了較為深入的思考，拓展了政治想像的

空間。同時，茅盾以小說形式叩問革命史的敍述，表明了左翼文學並非鐵板

一塊，而是具有內在的多元性，尤其是文化左派，其在政治想像與歷史敍述

上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對時代問題也給出了較為有活力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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